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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 ２０２３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南半岛新石器时代文化进程的综合研究”（２３ＢＫＧ００７）阶段性

成果。

　 　 摘　 要：岭南地区融入中华一体的进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新石器

时代、青铜时代和秦汉时期。 这三个阶段，可以从文化、族群和政治三个不同侧

面观察和理解。 其中，族群的迁徙和融合具有根本意义。 岭南地区融入中华文

化的历程，从距今大约五千年前起步，经过青铜时代的革新，到秦汉时期终于完

成。 岭南地区的这一社会历史进程，和中国文化核心区的社会变革息息相关。
岭南社会固有的土著因素，为中国文化增添了很多新的内容。 这是一个中华民

族多支群体交往、交流、交融的文明创新过程，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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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岭南，是对中国南方五岭以南地区的概称。 岭南是一个历史性概念，各朝代行政

建制不同，对于岭南的划分和称谓也有很大区别。 从历史地理角度来看，岭南主要包

括今中国广东、海南全部，广西大部和今越南北部，珠江中下游是其核心区。 岭南是

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大庾、骑田、萌渚、都庞、越城等五岭由东至西绵延一千多

公里，形成天然屏障，分隔南北，再向南则是大海和热带雨林，又是另一番景象。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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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环境的独立性，构成了岭南历史文化特殊性的底层基础。
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是世界重要农业起源地，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公认的

突出贡献。 正是在黄河、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成就的基础上，中华文明得以起

源、形成和发展，构成了中华文明的核心区。 核心区之外的其他地区，包括中国的

南方和北方，有一个逐渐纳入中华一体的过程。 就岭南而言，考古界已经对这个问

题进行了诸多探讨，以赵辉、李岩、张强禄、郑君雷等学者的论述最有代表性。 赵辉

最早提出了岭南文化融入中华一体进程的问题。 他认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岭南

地区和北方地区一直存在或疏或密的文化交流，总体来说，越至后期来自北方文化

的影响越强烈，到了秦汉时期，则与来自更北方的黄河流域的中央王朝直接发生了联

系。 总之，这个过程和现象可称之为岭南文化的“中国化”进程。① 李岩、张强禄主要

以珠江三角洲为例，细致讨论了考古百年视野下的岭南文明化进程，他们认为，在中

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岭南地处“重瓣花朵”式华夏文明圈的最南边，从新石器时

代到秦汉之际，包括文化面貌和生计方式极具多样性的“百越”文化最终融入华夏，
成为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② 郑君雷撰写了多篇论文，探讨了岭南地区融入

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对于认识边疆融入华夏文明的历史进程有普遍性

意义。③

以上学者的论述，其研究对象和时段各有侧重。 本文拟从长时段考古资料出发，
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角度，整体考察岭南地区融入中华一体的历史过程，探
究其深层次动因和具体特征。 下面主要以两广地区的考古资料梳理这一过程。

二、新石器时代晚期岭南地区农业经济的传播

　 　 岭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有自己的特点，陶器和磨制石器出现很早，食物生产现象

出现也很早，但并没有产生真正的谷物农业，块茎作物系统是否形成，现在也没有明

确的证据。④ 就考古发现而言，岭南地区成熟的稻作农业来自长江流域，明确的传播

路径至少有两条，即广西北部来自长江中游的稻作传播，和广东地区来自长江下游良

渚文化的传播。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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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辉、李岩：《石峡遗址与广东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博学刊》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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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纪念甑皮岩遗址发掘 ３０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１４５—１５６ 页。
陈洪波、管葳：《龙山化：从中国到中南半岛》，《南方文物》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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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广西地区稻作农业的传入

广西地区现知最早的稻作农业遗址是桂北山区的资源晓锦遗址，在 ２０ 世纪末期

被发现和发掘。 该遗址的遗迹与遗物都表现出这是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农业社会。
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 ３００００ 多粒炭化稻米，包括粳稻和籼稻两种，属于较为原始的驯

化稻。 该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测年为距今 ５０００—４５００ 年。①

资源晓锦遗址的发现显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这里存在一条沟通南岭南北文化

交流和人群迁徙的通道。 晓锦遗址地处越城岭腹地，水系虽然属于长江流域，但地理

环境属于典型的华南山地。 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属于华南狩猎采集文化圈，和南岭以

北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文化在经济性质上截然不同。 晓锦遗址出土的原始栽培稻，
是岭南新石器时代最早的栽培稻实物。 这里的水稻显然来自长江中游地区，自水系

上溯于此。 而长江中游考古发现的原始栽培稻遗存是东亚地区稻作的源头之一，如
湖南省澧县彭头山和澧县八十垱遗址所发现的原始形态的栽培稻，距今 ８０００ 多年甚

至更早。② 湖南省澧县城头山古城址则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稻田，距今 ６０００ 年。③

从水稻遗存的年代和类型来看，晓锦遗址的水稻具体来源应该是资水下游平原的稻

作农业文化。 从考古学文化面貌来看，晓锦遗址第一、二期陶器特征也表现出与长江

中游皂市下层文化晚期及石家河文化陶器的相似风格。④

晓锦遗址仅在第二期发现了 ３ 座墓葬，发掘简报只报道了 Ｍ３ 的具体情况。 Ｍ３
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墓底平整，长 １８０、宽 ５０、深 ６４ 厘米。 随葬 ２ 件陶釜和 １ 件陶

碗。 陶碗摆放在人骨两侧，其中有 １ 件陶釜仅存上半部分。 很明显，这种葬式应该是

仰身直肢葬。 我们知道，自旧石器时代末期到新石器时代中期，岭南土著文化流行的

是和平文化大传统下的屈肢葬，这在广东英德青塘、广西白莲洞、甑皮岩、顶蛳山等遗

址中都有类似发现，这种屈肢葬（包括同类的屈肢蹲葬甚至肢解葬）被认为属于华南

和东南亚土著澳巴人种的葬俗，和亚洲农人流行的仰身直肢葬有根本区别。⑤ 晓锦

遗址仰身直肢葬的发现，说明亚洲农人已经进入岭南澳巴人种的传统领地。
稻作农人到达资江源头之后，水路已经走到末端，但这里距离属于珠江水系的漓

江源头和寻江源头很近，他们只需要走很少的陆路便能进入漓江或柳江，然后继续沿

江而下，通过西江干流，最后到达珠江三角洲。 这是从高庙文化时期就存在的一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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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安益、彭长林、刘资民：《广西资源县晓锦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２００４ 年第 ３ 期；广西壮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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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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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古城址 １９９７～１９９８ 年度发掘简报》，《文物》１９９９ 第 ６ 期。
何安益、彭长林：《从晓锦遗址看新石器时代洞庭湖区与珠江流域地区原始文化的交往》，广西壮族自治

区博物馆编：《广西考古文集》，第 ３１５—３２１ 页。
〔澳〕彼得·贝尔伍德著，陈洪波、谢光茂、杜芳芳译：《最早的岛民———岛屿东南亚史前史与人类迁徙》，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２３ 年版，第 １０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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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人群迁徙的通道。
事实上，在邕江流域的顶蛳山遗址第四期，就发现了稻作农业的迹象。 在遗址的

第 ３ 层，禾本科植硅石的比例突然上升到高达 ９９％，很可能是稻属植硅石加入所致。
顶蛳山遗址的前三期均没有发现稻属植硅石的踪迹，到第四期突然出现了大量的稻

属植硅石，且其形态基本上都属于栽培稻，说明这个时期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经济

类型，即稻作农业，而且规模较大。① 对于这种现象，最合理的解释当是反映了外来

稻作农业人群的侵入。
顶蛳山第四期的年代，原报告定在距今约 ６０００ 年，但是张弛、洪晓纯根据器物形

态判断，顶蛳山第四期，包括桂北的晓锦第二期，年代都不可能那么早，应该接近新石

器时代末期，大约距今 ４５００ 年。② 晓锦和顶蛳山第四期都是同一传播链条上的产

物。 这条传播路线的存在，早在咸头岭文化时期已经有所表现。
咸头岭文化分布在环珠江口一带，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 咸头岭文化的陶器，特

别是彩陶和白陶，与长江中游的高庙文化、大溪文化陶器风格类似，二者当有渊源关

系。 其传播途径，最大的可能当是西江水系。 广西平南石脚山遗址出土了白陶和白

衣黑彩陶，平乐纱帽山也出土了不少高庙文化风格的陶器和石器，这两处遗址的发

现，连结起了长江中游和珠江三角洲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这条文化传播路线，很可能

是由沅水到桂北，然后经过漓江、桂江、西江，最后到达珠江三角洲。③ 咸头岭文化和

高庙文化的联系，说明沟通长江中游和珠江中下游的这条路线在距今 ７０００ 年已经存

在，距今 ５０００ 年之后长江流域稻作文化和人群的涌入，仍然利用了这条传统的传播

路线。
（二）广东地区稻作农业的传播

广东地区稻作农业传入的考古资料相当丰富，尤其是石峡文化和岩山寨的发现，
再加上珠江三角洲的零星资料，将长江下游以良渚文化为代表的稻作农业的传播路

线清晰地揭示出来。
在距今 ５０００—４０００ 年，水稻已经在粤北山地种植和消费，④石峡文化就是其中的

典型代表。 除了石峡遗址外，在粤北和粤西也发现了不少同类遗址。
石峡文化因首次发现于广东省曲江县马坝镇石峡遗址而得名。 １９７３ 年、１９７５—

１９７８ 年由广东省博物馆进行发掘，发掘面积 １６６０ 平方米。 根据石峡遗址 １９７３—
１９７８ 年考古发掘报告，⑤遗址堆积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期堆积较薄，可能是粤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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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志军、吕烈丹、傅宪国：《广西邕宁县顶蛳山遗址出土植硅石的分析与研究》，《考古》２００５ 年第 １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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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刚：《高庙文化及其对外传播与影响》，《南方文物》２００７ 年第 ２ 期。
杨晓燕等：《稻作南传：岭南稻作农业肇始的年代及人类社会的生计模式背景》，《文博学刊》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石峡遗址———１９７３～１９７８ 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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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著文化，未见石器。 第二期即石峡文化，大约距今 ４８００—４４００ 年，是典型的新石

器时代晚期农业文化。 在同时期的岭南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石峡文化一枝独秀，在农

业发展、工艺技术、精神生活、军事实力等方面都有突出的表现。
石峡文化的遗物包括陶器、石器和玉器等。 陶器有夹砂和泥质陶两种，多呈灰褐

色或灰黄色，另有灰、黑、红、橙黄陶等，白陶仅发现 １ 件。 盛行三足器、圈足器和圜底

器，平底器极少见。 主要器形包括盘形鼎、釜形鼎、盆形鼎、釜、圈足或圜底罐、壶、瓮、
三足或圈足盘、豆、罐，还有少量甑、大袋足鬶、杯、盂等。 器表装饰以素面为主，约占

７０％以上。 纹饰以绳纹、刻划纹、附加堆纹为主，圈足上常见由大小圆孔、椭圆孔组成

的镂孔装饰。 石器种类繁多，且制作精致，多数通体磨光。 典型的农业生产工具和生

活用具多样，包括长身弓背两端带刃的、长身锛、梯形锛、有段锛，以及磨盘和磨棒

等。 武器包括石钺和石镞等，以石镞的数量为最多。 作为礼器和装饰品的玉石器有

琮、璧、瑗、璜、环、玦、锥形器、绿松石片等。 石峡文化的玉石器和陶器呈现出明显的

良渚文化特点，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可能是良渚文化南下形成的一支移民文化。①

石峡文化的墓葬发现 １００ 余座，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多数墓坑的四壁经过烧

烤，有的墓底涂抹一层草拌泥。 墓葬包括一次葬、二次葬和一次已迁出葬，而以二次

单人葬为主，反映出石峡文化埋葬习俗流行二次葬。 人骨多已腐朽，一次葬基本上是

头东脚西。 很明显，石峡文化采用的是亚洲农人典型的仰身直肢葬，和青塘、白莲洞、
甑皮岩人等岭南土著澳巴人种流行的屈肢葬完全不同，石峡居民当是从北方迁徙而

来的亚洲新石器农人。
石峡文化的经济方式是典型的稻作农业，在遗址的文化层、窖穴、墓葬中发现了

大量稻谷遗存。 经过鉴定，石峡的稻谷都属于栽培稻，有籼型稻和粳型稻两种，以籼

稻为主，构成情况与晓锦类似，也来源于长江流域。 结合遗址中出现的较多农业生产

工具，证明当时种植业已经成为人类主要的生产活动。 早期鉴定结果认为，出土稻粒

中许多籽粒不够充实饱满，大小不均，可能反映出当时品种纯度较差，说明稻作技术

比较原始。②

岩山寨是近年来岭南新石器时代考古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是岭南地区迄今所见

规模最大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为探索岭南史前融入中华一体的进程提供了重要

材料。 该遗址位于广东省英德市青塘镇，是一处石峡文化聚落，功能分区明显，遗存

丰富，发现了大量的房址和墓葬，出土的陶器、石器特别是玉器，表现出显著的良渚文

化风格。③

从粤北山地继续向南，到达珠江三角洲，这里也发现了农业迹象。 广州黄埔茶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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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７１１ 页。
杨式挺：《谈谈石峡发现的栽培稻遗迹》，《文物》１９７８ 年第 ７ 期。
刘锁强：《从石峡到岩山寨：广东先秦考古理念与方法的世纪探索》，《文博学刊》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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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和甘草岭遗址明确发现了栽培稻的遗存，表明了史前文化的传播和人群的迁徙

现象。 例如，李岩和张强禄认为，距今 ４６００—４２００ 年期间，也就是石峡文化中晚期阶

段，岭南地区以琮、钺、环、镯等玉石礼器为代表的良渚文化因素的出现，背后是稻作

农业的传播和人口的迁徙。①

从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５ 日开始至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６ 日结束，广州茶岭考古发掘揭露面

积 ３１１３ 平方米，共布设探方（沟）４６ 个，清理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 １７４ 座，灰坑 １１１
个，窖穴 １９ 个，柱洞 ３０２ 个，出土陶、石、玉等不同质地的文物 ５００ 多件。 其中，距今

约 ４５００—３８００ 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均为窄长的竖穴土坑墓，大小、深浅不一，绝
大多数都是东西向排列，少量为南北向，茶岭平坦的岗顶是墓葬分布最为集中的区

域。② 甘草岭遗址距离茶岭遗址很近，发掘基本同时进行，发现的遗存以新石器时代

晚期墓葬为主。③

甘草岭与茶岭两处遗址都属于石峡文化中晚期，陶器和玉器带有浓厚的石峡文

化风格，但墓葬资料体现出的社会发展程度远低于石峡和岩山寨，说明这里属于文化

传播的远端。
茶岭遗址和甘草岭遗址都检测到水稻植硅体，结合考古测年来看，至少在距今

４４００ 年前，茶岭和甘草岭先民已经开始种植以粳稻为主的栽培稻，这是迄今为止珠

江三角洲地区出土单位最为明确、年代最早的栽培稻实物遗存。④

综合以上资料，石峡、岩山寨、茶岭和甘草岭的发现，明显可以串起一个文化传播

链条。 这些古代族群很可能来自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出于某种原因南迁，在距今

５０００ 年前后翻越了南岭来到粤北山地，形成了石峡文化，然后顺着北江及其支流渐

次南迁，最终到达了珠江三角洲一带。
（三）新石器时代晚期岭南的“龙山化”过程

北方新石器时代农业文化及人群向岭南的进发，无论是广西方向还是广东方向，
都发生在距今大约 ５０００ 年，这也是中国史前文化龙山时代开始的时候。 对于龙山时

代发生的文化统一现象，张光直名之为“龙山化（Ｌｕｎｇｓｈａｎｏｉｄ）”。⑤ 虽然这个词主要

用来解释中国文化核心区的社会变革，但也可以用之于岭南新石器时代晚期发生的

历史性变迁。
农业文化或农业文明天然具有扩张性，这是由其经济增长方式决定的。 农业经

０７

①
②

③

④
⑤

李岩、张强禄：《考古百年视野下的岭南文明化进程》，《文博学刊》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
张强禄：《广州市黄埔茶岭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２０１９ 年）》，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第 ３６０ 页。
张强禄：《广州市黄埔茶岭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２０１９ 年）》，第 ３６０—

３６１ 页。
夏秀敏、张萍、吴妍：《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茶岭遗址的水稻遗存分析》，《第四纪研究》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
张光直：《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断代》，《中国考古学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９ 年版，第

４５—１１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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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方式会带来人口暴增，在生产效率不变的情况下，新增人口则需要更多的土地。 越

来越多的人口终会超过文化原生地的土地载能，一旦达到这个临界点，人口向外迁徙

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平原地带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核心

区，经过三四千年的发展，到距今 ５０００ 年前后，已经到达了一个关键节点，这是张光

直所称“龙山化”开始的时期，也是中华文明形成的时期。
农业的传播一般有两种途径，一种是文化传播（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如采纳、借用

和文化适应），另一种是人口扩散（ｄｅｍｉｃ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族群迁徙）。① 总体来看，“龙山

化”的主要内容并不是农业文化传播，更多的是农业人群迁徙。
许永杰对这种文化现象进行了细致的考察。 他注意到，在距今 ５０００ 年前后，中

国的史前史进入了大动荡时期，文明因素纷纷涌现，各支考古学文化出现了大迁徙现

象。② 就南方地区而言，大约从距今 ５０００ 年开始，农业人群南迁，逐渐占据岭南及中

南半岛，开启了几千年来持续不断的一个历史进程。
就目前资料而言，来自长江中游的文化对广西的影响不甚清楚，来自长江下游的

良渚文化对广东的影响则比较清晰，但两者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而且传播范围不限

于岭南。 从长江下游到广东和广西，再穿过今越南北部低山地带，经红河三角洲，然
后继续向南直到泰马半岛，这是一个持续了近两千年的文化传播和移民迁徙过程。

农业社会的“龙山化”扩张，主要形式并非类似历史时期秦汉王朝征服岭南那样

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在史前时期，社会内部处于弱势的群体被迫外迁，人口数量一

般不大，多是小规模的断续活动。 一般来说，迁徙群体到达新的环境中，需要与当

地土著相结合才能延续发展，二者融合的结果，使得文化面貌呈现出地方类型的特

点。 由此，迁徙之后的文化不可能与原生地一模一样，而是存在必然的差异，有时

候甚至会面目全非。 新的文化形态不仅仅是器物和习俗的改变，甚至人种和语言

都会发生变化。③

岭南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化”，是岭南地区融入中华一体的开端。 毫无疑

问，在这个时期，最能够代表中国文化的就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多支龙山文化。
岭南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资源禀赋，仍然保持了以渔猎采集为主的经济形态。 来

自中国腹地的新石器时代农人，在距今 ５０００ 年时进入岭南，用了接近一千年的时间，
将岭南改造成为农业社会，彻底改变了岭南的经济和社会面貌，堪称是岭南融入中华

民族共同体的最初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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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彼得·贝尔伍德著，陈洪波、谢光茂、杜芳芳译：《最早的岛民———岛屿东南亚史前史与人类迁徙》，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２３ 年版，第 ３３８ 页。

许永杰：《距今五千年前后文化迁徙现象初探》，《考古学报》２０１０ 年第 ２ 期。
陈洪波、管葳：《龙山化：从中国到中南半岛》，《南方文物》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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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青铜时代岭南地区百越社会的形成

　 　 （一）岭南青铜文化与中原地区的关系

严文明早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就提出，中国历史从龙山时代进入二里头文化时期，
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由铜石并用时代进入了早期青铜时代。① 龙山时代晚期中

国境内已经有很多零星的铜器出现，但真正的青铜技术可能来自欧亚草原，最早为夏

王朝吸收和二次创新。 草原地区的青铜文化一直以兵器、工具等实用器为主，但中国

夏商王朝结合自身文化传统，创造出了以大型容器和乐器等礼器为代表的灿烂的青

铜文明，并延续到西周，成为中华文明的代表性现象。 这个过程，许宏称之为“东亚

青铜潮”，代表了中外冶金术交流史的第一次浪潮，在技术演进基础上精神层面的创

新，实现了青铜技术的“中国化”，中国古代青铜文明得以走上一条与其他文明不同

的道路。②

夏商时期的“青铜革命”，主要发生在中原地区，同时期其他大多数地区并没有

发生类似的现象。 其他地区的文化有自己的演进路线。 例如浙江一带兴起了原始

瓷，中国南方流行印纹陶等。 文化发展的差异性在族群特征上也反映出来，华夏、东
夷、苗蛮上古三大民族集团的划分就是依据于此。 在中国南方，典型表现就是“百
越”的形成。 《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臣瓒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

处，各有种姓。”③文献中有记载的百越分支包括于越、瓯越、闽越、扬越、山越、南越、
西呕、骆越、越裳、腾越、夔越等族群。 岭南土著主要是南越、西瓯、骆越三大部族，西
瓯、骆越主要分布在广西，南越主要分布在广东。 这些人是亚洲新石器时代农人进入

岭南之后，经过与土著澳巴人种的融合，长期演变而成的岭南本土居民。
这个时期，除中原之外，岭南以及其他地区并不是没有青铜文化，但追根溯源，皆

来自中原地区。 青铜器的出现，代表了这些地区融入中华一体的进程。 当然，这些地

区的青铜文化也存在二次创新，而且有时候是重大创新。 例如，南方民族使用青铜器

铸造权力重器铜鼓，其意义并不逊于中原地区青铜礼器的发明。 但无论如何，青铜技

术本身，以及使用青铜器来彰显权力、地位和财富的意识形态，是来源于中原王朝的。
所以，探索青铜器在岭南地区的出现、传播和分布，是认识青铜时代岭南地区融入中

华一体的主要途径。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阶段岭南族群走向“中华一体”，和龙山时

代的“龙山化”有巨大差异，其主要内容并非是以移民为核心的农业社会迁徙，而基

本上是一种文化传播，即对北方中国王朝思想和文化的吸收。 尤其到了周代，随着西

周的统一和礼乐制度的形成，对四夷产生了巨大的文化优势，同时通过迁徙、换姓、分

２７

①
②
③

严文明：《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史前研究》１９８４ 年第 １ 期。
许宏：《东亚青铜潮：前甲骨文时代的千年变局》，《世界历史评论》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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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国等方式，不断向外辐射，百越民族受到周代青铜文化的深度影响，自身也演变

为融合其特色的青铜文化。① 因此，这一阶段的岭南社会进程，主流是岭南土著文化

对中原文化的学习，但这个过程也表现出岭南越人对中土文化的选择性吸收和再创

造。 无论如何，这种过程都导致了华夏与百越在文化上的一致性，明确体现出岭南地

区中华一体形成的历史趋势。
（二）先秦时期广西地区的瓯骆文明

据文献记载，先秦时期居住在今广西境内的主要是西瓯人和骆越人。 一般认为，
西瓯和骆越是越人的两个不同支系，西瓯分布在今桂江流域和西江中游一带，骆越大

致在左江－右江－邕江流域至今越南的红河三角洲一带。②

先秦时期，在桂东北和桂东南地区存在不少几何印纹陶器，陶片大部分是泥质硬

陶，纹饰以拍印的云雷纹、曲折纹、夔纹、米字纹、方格纹为主。 先秦时期的几何印纹

陶主要集中在浙江、福建、江西、江苏、广西、广东等地，也就是《汉书·地理志》中所说

“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的地带，是越人的典型遗物，代表了与中土不

同的文化系统。 广西的几何印纹陶，主要应该是西瓯的遗存。 骆越的典型陶器不是

几何印纹陶，可能是夹砂陶，广西南宁市武鸣区元龙坡古墓群和附近的岩洞葬，出土

器物均为夹砂陶器，以圜底器和圈足器为主，三足器极少。 正是因为骆越分布区不属

于几何印纹陶的分布区，所以很多人认为，骆越实际上不属于百越，而属于濮人

系统。③

西瓯和骆越的分布区也出土了不少青铜器，但在商代只是零星出现。 到西周以

后，西瓯和骆越吸收了中原的青铜技术和礼制思想，创造出了自己的青铜文化。 这时

期岭南融入中华一体的进程具体表现为“百越化”，即以百越自己的方式呈现中国的

青铜文明。
西瓯和骆越的青铜文化是在岭北的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的影响下逐渐发展起来

的，在器物造型、纹饰和铸造技术等各个方面都有明显表现。 广西地区先秦墓葬出土

的青铜器上常见云雷纹、乳钉纹、蟠虺纹、夔纹、窃曲纹、垂鳞纹等，这些纹饰显然属于

中原文化风格。 青铜器铸造技术方面也与中原一致，广西地区采用全范法制作个体

较小的实心器，采用内模外范法制造形体较大、胎壁较薄的空心器。 在器物造型风格

方面，中原文化因素影响更加明显，有些器物可能是从中原地区直接输入的，有些则

可能是学习中原的青铜技术仿制而成的。④

有一部分青铜器，如甬钟，形制与中原地区的相似，但装饰花纹有浓厚的地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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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岩、张强禄：《考古百年视野下的岭南文明化进程》，《文博学刊》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
覃圣敏：《西瓯骆越新考》，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编：《百越研究》，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４—５ 页。
蒋廷瑜：《广西考古通论》，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１２８—１３５ 页。
杨清平：《东周时期两广地区瓯骆墓葬文化因素浅析》，《广西民族研究》２００１ 年第 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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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有的正背两面的装饰花纹繁简不同，有的正面装饰花纹，背面则光素无纹，表明是

当地的仿制品。 还有如广西柳州博物馆收藏的青铜角形杯，从形制到纹饰都很奇特，
在中原从未发现过类似之物，纯粹是本地产品。 这说明，到西周时期，广西一带的土

著民族已经有了自己的青铜铸造业。 广西铸铜业的发生发展，是以引进中原工艺技

术为起点，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逐渐发展起来的，铸造出的青铜器，无论在器形还是

在纹饰方面，既具有中原文化的因素，又具有浓厚的地域风格。①

（三）先秦时期广东地区的青铜文化

文献记载，先秦时期广东一带的越人族群是南越，也是由当地的新石器时代族群

发展而来的。 广东的南越人最具自身特征的文化遗存同样是几何印纹陶，另外还有

原始瓷。
广东先秦几何印纹陶最典型的是夔纹陶，流行年代相当于商周时期。 目前发现

夔纹陶遗存的遗址与墓葬大约有二百多处，中心地区位于韶关、广州、惠阳一带，典型

遗址有石峡上层、博罗县铁墟场遗址、广州暹岗遗址等。 从数量品种、纹样种类、拍印

技巧、烧造技术等多个方面来看，夔纹陶阶段都是广东地区几何印纹陶文化的巅峰。
这一阶段常见陶器与青铜器共出，说明其与中原传入的青铜文化存在密切的互动关

系。② 广东先秦时期的原始瓷也极具地方特色，在惠州、东莞、增城的梅花墩、银岗、
横岭山、浮扶岭、猪枯岭等遗址均有发现。 原始瓷常用釉料分为两种：一种以钙、钾和

镁为主要成分，呈绿色；另一种则以钙为主，含铁量较高（高于 ５％），呈黑绿色，最早

出现在广东韩江流域青铜时代早期浮滨文化遗址出土的釉陶上。③

广东先秦时期最重要的遗址是博罗横岭山，堪称是广东南越族群文化的集中代

表。 该遗址主要是墓地，位于博罗县罗阳镇黄庄村的东南面，总面积约 ６ 万平方米，
于 １９９９ 年发现，２０００ 年发掘面积 ８５００ 平方米，清理墓葬 ３３２ 座，其中商周时期墓葬

３０２ 座。 墓地从商周之际延续到春秋早中期，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这是广

东地区迄今为止出土文物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的青铜时代墓葬群，出土了大量印纹

硬陶陶片，纹饰包括方格纹和夔纹等，同时还出土了大量精美的完整器物，包括原始

瓷器、青铜器、玉石器、铁器等，铜甬钟是首次在广东周代墓葬中发现。 横岭山在商代

已有墓葬，至周代成为一处排列有序的公共墓地，当是方国墓群所在。 文献中缚娄国

的地望在今惠州、博罗一带，商代已经建立，横岭山可能是缚娄国的一处重要墓地。
秦平百越，在缚娄地界置傅罗县，后改称博罗县，当在此处。 横岭山墓群集中出土了

几何印纹陶、原始瓷和青铜器三大类土著和中原文化的典型文化因素，可知这是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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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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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芳：《广西铸铜业的发生发展及工艺艺术》，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广西考古文集（第三辑）》，文物

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５３２ 页。
彭适凡：《中国南方古代印纹陶》，文物出版社 １９８７ 年版，第 １８１—２０７ 页。
李岩：《夏商时期青铜文化大背景下的多样性格局概论———兼谈岭南的印纹陶与原始瓷》，全洪主编：

《广州文博（１３）》，文物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第 ３６—３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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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汇之地，最能体现广东先秦时期百越化的特点。①

先秦时期广东的青铜文化也是外来的，后来得到了有限的发展，发展程度低于广

西的西瓯和骆越。 卜工认为，广东的青铜时代可分三个大的阶段，早期是未见青铜制

品的时期，中期是舶来的青铜制品时期，晚期是土著的青铜制品时期，大量的青铜器

属于春秋战国时期。② 岭南先秦时期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即夏商之际的石峡中层

时期，西周春秋时期的夔纹陶时代，战国时期的米字纹陶时代。 石峡中层时期属于简

单社会阶段，此时是土著文化格局的封闭式发展态势，以攫取性的渔猎采集经济为

主，未出现贫富分化和明显的社会分层现象。 夔纹陶时代属于初步分层社会阶段，此
时在外来文化影响下形成了早期青铜文化，经济形式为农耕和采集狩猎并存，手工业

开始专门化，出现了贫富分化和明显的社会分层现象，礼制逐步形成。 米字纹时代属

于方国社会阶段，此时岭南青铜文化繁荣发展，向早期铁器时代过渡，部族有固定的

疆域，社会分层加剧，军权出现，原始宗教和礼仪产生，战争频繁，出现了军队组织。
以上所述主要是广东地区先秦时期的情况，石峡中层时期实际上已经属于稳定

的农业社会，它的延续发展构成了广东北部地区土著文化的基础，夔纹陶和米字纹陶

是广东土著的代表性文化因素。 在夏纪年晚期或夏商之际，源自中原地区的牙璋等

礼器已经通过长江中游进入岭南，但这个时期岭南融入中华一体更具体的表现，则是

青铜文化的引进和自主发展。 西周之后，典型青铜礼器，如信宜的铜盉，横岭山的越

式鼎、钟相继出现，表明在精神领域对中原文化的认同。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则有了

本地青铜产品。 总体来看，广东地区先秦青铜器数量少、种类少、中原风格的少，百越

文化特征突出。 前期夔纹陶阶段青铜器的来源以文化传播为主，少见族群迁徙现象，
到了战国中晚期的米字纹陶阶段，才有不少越国族群南迁，带来了兴盛的青铜文化。

总体观察两广地区的青铜文化，夏商时期遗存中青铜器发现较少，西周以后青铜

器才大量出现。 这种现象说明了两点：第一，岭南在夏商和西周时期吸收中原文化的

行为不明显，主要体现在少量青铜器的引进上，西周以后融入中华一体的进程才加

速，这与整个中国的历史进程是相符的；第二，岭南之所以在西周以后青铜器才大量

出现，主要原因是这个时期之后本土越人已经掌握青铜技术，岭南有了自己的青铜文

化。 岭南青铜文化呈现出百越化的特征，而百越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不可或缺的组

成部分，百越化的过程也是百越民族融入中华一体的一种表现形式。

四、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王权政治的发展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开始南平百越，派发五路大军进攻岭南。 《淮南子·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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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博罗横岭山：商周时期墓地 ２０００ 年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
卜工：《岭南文明进程的考古学观察》，《历史人类学学刊》２００５ 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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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记载：“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嶷之塞，一军

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馀之水”。① 经过 ３ 年战争，至秦始皇三十三

年（前 ２１４），“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岭南正式纳入中国版图。 秦朝末

年，天下大乱，赵佗割据岭南，建立南越国，国祚 ９３ 年。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 １１１），汉
军平定南越，在秦三郡的基础上设置九郡，除两广之外，还包括了今中国海南和今越

南北部地区，皆纳入中央政府直接管辖。
春秋战国时期，岭南与北方的文化传播和民族交融是以渐进的、浸润式方式进行

的，而秦定岭南和汉平南越，则是以大规模战争的方式来实现的，以疾风暴雨的方式

迅速推进了岭南融入中华一体的进程。 秦汉对岭南的军事征服，使岭南地区从政治、
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与中央王朝渐趋统一，真正成为华夏文明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②

岭南秦朝、南越国特别是汉代的考古资料极其丰富，要探讨其体现出的中华一体

过程，可以从考察这些遗存中的中原文化元素入手。
（一）秦朝时期

秦朝国祚短暂，有效统治岭南地区的时间仅约 １０ 年，可以确定的秦朝遗存有限，
但都证据确凿，指向秦朝在岭南的活动。

广西地区的主要发现是兴安灵渠，以及相关城址和墓葬。 灵渠是秦朝监御史禄

率领军民开凿的水利工程，为沟通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发挥了巨大作用，至今保存基

本完整。 兴安一带还有“秦城”，即紧邻灵渠和大溶江的通济城。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广
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通济城进行了考古勘探与发掘。 两次发掘面积共

约 ８５０ 平方米，发现遗迹包括柱洞、水井、水沟、灰坑、散水和瓦片堆积等，出土较多陶

制板瓦、筒瓦、瓦当等建筑材料，以及陶、铜、铁制生活用具、生产工具和兵器等。 发掘

者认为，通济城使用时间很短，出土陶器除少量与越文化相关的几何印纹陶之外，大
量是具有楚文化特征的泥质软陶如豆、盂、罐等器物，可推断其年代为秦，是秦朝军队

进攻岭南时所筑城池。③ 附近发现的墓葬，如石马坪十一号墓，出土的陶鼎、壶、罐、
盒带有战国楚器风格，应为秦墓。④ 平乐银山岭墓群 ４ 号墓，出土一件铜戈，长胡三

穿，内平直，援上扬，援、胡、内均具有利刃，是典型的战国晚期铜戈。 内上两面都有刻

铭，背面铭文细如毫发，已经磨花，无法辨认。 正面刻两字，也很纤细，一为“江”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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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刘安等撰，陈广忠译注：《淮南子（全二册）》，中华书局 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１０９０ 页。
张强禄：《再论秦征岭南与汉平南越境遇之不同》，全洪主编：《广州文博（１３）》，文物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

第 ４１ 页。
李珍、秦婕、王星：《广西兴安秦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考古与汉

文化》，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第 ２１０—２１８ 页。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兴安县石马坪汉墓》，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编：《广西考古文集》，第

２３８—２５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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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鱼”字，一小一大，互不连续，很可能刻的时间有先后。 江、鱼应是戈的置用地

名。 据考证，江、鱼都是楚国地名，此二字当是在秦军占领江、鱼二地时所刻。 这件铜

戈应是秦统一岭南战事进行期间埋入地下的，该墓是秦墓。 在同一墓地还采集到一

件铜矛，通身宽而扁平，脊两侧各有一道血槽，扁圆銎，与秦都咸阳和临潼秦始皇兵马

俑坑出土的秦国铜矛类似。 这件铜矛在装柄的筩上并列镂刻“孱陵”二字，是典型的

秦篆，因此可以认定为秦代之物。 孱陵是秦代黔中郡的一个县，这件铜矛应是驻扎在

孱陵的秦军带到岭南战场的兵器，后来随葬地下。①

位于象州县罗秀镇的军田村古城址，近年来备受关注。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四川大

学考古系、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该城址进行了调查。 该城址大体呈

正三角形，面积约为 １５. ５ 万平方米，有内外两重城垣。② 从所处水路通道位置、城址

布局、构筑方式以及在这一带采集到的秦半两钱、几何印纹陶陶片来看，指向秦代的

可能性较大，可能是秦军南下构筑的军事城堡。
１９６２ 年，广州市东郊罗冈发现两座长方形竖穴木椁墓。③ Ｍ４ 坑底铺垫白膏泥，

棺具、人骨架全朽，随葬品有瓮、罐、壶、盒、釜、盘、鼎、小盒等陶器和盘、奁、耳杯等漆

器，另有铜戈、铜带钩出土。 Ｍ３ 与 Ｍ４ 并排，一端相隔 ０. ６ 米，另一端相连。 随葬陶

器基本与 Ｍ４ 相同，还出土了三弦钮螭纹铜镜和铜铃。 这两座墓和广州一般西汉早

期墓只在规模和随葬品数量上有差别，至于墓葬形制及随葬陶器等，无不相同。 Ｍ４
出土铜戈上有“十四年属邦工□□蕺丞□□□”的刻文，和长沙左家塘的“四年相邦

吕不韦戈”相同，可以断定其为秦王政十四年之物，Ｍ４ 的年代可能在秦末。 Ｍ３ 的墓

葬结构、随葬器物都与 Ｍ４ 相同，年代大致相当，但墓葬一壁与 Ｍ４ 相叠，可能稍晚

于 Ｍ４。④

灵渠是秦朝攻占岭南的重要措施，并为中原王朝在岭南的长期统治提供了源源

不断的支持。 除了这一证据确凿的历史遗存之外，岭南地区的秦代遗物明显具有浓

厚的楚式风格，说明秦朝在征服和统治岭南期间，按照就近原则，从楚地征调了大量

人力物力，由此楚人和秦人一起，大批进入岭南，构成了岭南社会的上层，诸多高等级

墓葬中随葬品的特点说明了这一点。
（二）南越国时期

广西最重要的南越国时期遗存是贵港罗泊湾大墓，共有两座。 一号墓由前、中、
后三室 １２ 个椁箱组成，椁内有棺 ３ 个，底椁板下有 ７ 个殉葬坑，也有棺木。 两个器物

坑则在椁室头箱的底板下，车马坑在墓道尽头南侧，随葬一辆实用的马车。 除殉葬坑

和器物坑之外，其余部分均已被盗扰。 从出土的木牍“从器志”记载来看，原来的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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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廷瑜：《广西考古通论》，第 ２００—２０２ 页。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广西象州县古城址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调查简报》，《四川文物》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东郊罗冈秦墓发掘简报》，《考古》１９６２ 年第 ８ 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秦汉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１４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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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品相当丰富。 该墓出土罐、盒、甑、釜等陶器 ５０ 件，铜鼓、杯形壶、九枝灯、漆绘提梁

筒等铜器 １９２ 件，以及“布山”铭漆器等，墓主人应该是南越国时期桂林郡守、尉之类

的高级官吏。 二号墓距离一号墓不远，规模略小。 前室有车马器，双重漆棺，底板下

有一殉葬坑，出土“夫人”玉印、“秦后□”戳印陶盆及“家啬夫印”封泥等，墓主人可

能是王侯一级官吏的配偶。 罗泊湾一号墓的风格与长沙马王堆汉墓十分相似，随葬

品中有大量的汉地产品，文字为汉隶，“从器志”多处提到“中土”，这些都说明墓主人

可能是来自中原的上层人物。① 南越政权的最高统治者赵氏家族是汉人，高中级官

吏大多也是汉人，罗泊湾大墓的墓主人可能是其中的重要成员。
广东地区南越国时期的材料以象岗山南越王墓最为重要，墓葬形制与西汉早期

诸侯王墓基本相同。 中原西汉王朝的礼仪制度在南越国宫署遗址和南越王墓中都有

很明显的体现，说明南越国的统治者在积极学习中原地区的礼制。 南越国最高统治

者本是中原人士，在南疆地区继续推行汉化政策，崇奉汉朝典章制度，实为理所当

然。② 南越国统治者的这种态度，必然会对整个南越社会造成重要影响，从而推进岭

南汉化进程。
但是，南越国时期毕竟是一段特殊的割据时期，这段时间岭南呈现出一定程度的

与汉文化疏离的百越化现象。 这既有南越国统治者团结土著势力的政治原因，也有

因为割据造成与汉文化隔离的环境因素。 赵佗本人，原是北方真定人，建立南越国之

后，执行“和辑百越”的统治政策，不但自称“蛮夷大长老”，而且遵从越俗，“弃冠

带”，“结箕踞”。③ 从罗泊湾的随葬品中我们也看到，中土人士来到岭南之后逐渐越

化，随葬品中有铜鼓、铜羊角钮钟、铜筒形钟、铜桶、铜盘口鼎、“越筑”、“越箙矢”等越

族器物，都是这方面的反映。 这既反映了中原文化和岭南土著文化的交融，更是越文

化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再度兴盛的表现。 特别是南越国后期，越人大量进入统治阶层，
以吕嘉为首的吕氏家族甚至实际掌握了南越国的国政，越文化更是兴盛一时。 郑君

雷认为，南越国土著越人与南下汉人交融的轨迹是“民族意识的越化”和“文化的汉

化”，趋势是“次生越人”的发展壮大。 南越国文化本身已经是汉越融合的“次生”文
化，这种新型文化与南越国灭亡以后南下的汉文化再次融合，可称之为百越融入中华

一体的“次生类型”。④

刘瑞对华南地区秦汉时期的考古遗存做了全面统计，发现了不少规律。 他通过

对各类墓葬、各类遗物的分析发现，在西汉初期的郡治、县治等政治中心内，汉人数量

明显占优，但同时也有一定数量的越人贵族。 而在其他地点，不仅越人的数量明显较

８７

①
②
③
④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文物出版社 １９８８ 年版，第 ８８—９１ 页。
李岩、张强禄：《考古百年视野下的岭南文明化进程》，《文博学刊》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
〔汉〕司马迁：《史记》卷 ９７《郦生陆贾列传》，中华书局 １９５９ 年版，第 ２６９７ 页。
郑君雷：《百越融入“中华一体”的考古人类学观察》，《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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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而且很可能其中贵族的身份要高于在政治中心中的越人。 整体来看，该时期越人

与汉人的数量相差不多。 苍梧郡、南海郡、桂阳郡原来均以越人为主，但随着汉人的

进入，汉越交流快速增长。 大体上，该时期苍梧郡越人明显较多，而南海郡则以汉人

数量占优。 西汉早期遗存比西汉初期有了更快速的增长，特别是南海郡，遗存点数量

达到西汉初期的 ３. １６ 倍，说明岭南在南越国时期发展速度很快，特别是南越国的中

心南海郡，发展速度最快。① 南越国对于岭南的开发有重大历史贡献，这与南越国

“和辑百越”的汉越融合统治政策有直接关系。
（三）汉朝统治时期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 １１１），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将南越故地析为九郡，即南海、郁
林、苍梧、合浦、儋耳、珠崖、交趾、九真、日南。 秦和南越国时期，对岭南的统治实行郡

国并行制度，苍梧、骆越等土著方国是在三郡之外的独立势力。 汉平南越和秦定岭南

一样，都是岭南融入中华一体进程中最重要的历史事件。 汉平南越之后，土著方国不

复存在，全部划入汉朝郡县范围内，中央派遣官吏直接管理。 岭南汉化的进程大大加

速，在考古学文化的面貌上有突出的表现，其中墓葬资料最为丰富。
两广地区发现了大量的汉墓。 高等级大墓主要集中在南海、合浦、郁林和苍梧四

郡郡治所在地，这四郡治所今天已经有明确发现，分别在现今广东广州和广西的合

浦、贵港和梧州。 秦朝时期开凿的通往岭南的“新道”，有多条路线（见《史记·南越列

传》）。 或沿湘江过湘桂走廊，进入广西全州、兴安，或从湖南道县、江华过萌渚岭隘

口，到达广西贺州、钟山，或从湖南郴州入广东韶关、乐昌，这几条道路沿线均有较多

汉墓发现。 岭南地区至今发掘的 ３０００ 多座汉墓中，广西有 ２０００ 多座，广东有 １０００
多座。②

岭南汉墓的分期多以广州汉墓为参照。 广州汉墓分布集中，年代序列完整，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和 ６０ 年代考古发掘的基础上，根据墓葬形制和陶器的演变等划分为

五期，其中西汉墓分为前、中、后三期，东汉墓分前、后二期。③ 前期为南越国时期，中
期以后属于汉朝郡县直接统治时期，中间还有短暂的新莽时期。

西汉中期的墓葬数量较少，规模不大，随葬品也不丰富，应与平定南越国的战争

以及战后汉朝对原南越国地区较为严厉的统治措施有关。 这个时期汉墓的陶器组合

中，作为“礼制”象征的仿铜陶礼器鼎、盒、壶、钫组合大为减少，这既是由于周秦时期

礼制的弱化，也与岭南地区融入大一统的汉文化密切相关。 在有较多铜器随葬的大

墓中，铜、铁兵器之类都很少，应是“（铁器）在汉平南越以后出现过短暂的停滞”④所

致。 西汉晚期和新莽时期的墓葬，在合浦、广州、贵港等地均有较多发现，总量大大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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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瑞：《秦汉帝国南缘的面相———以考古视角的审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第 ３６９ 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秦汉卷》，第 ４８３ 页。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 １９８１ 年版。
白云翔：《先秦两汉铁器的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３１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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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前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昭宣中兴”后的繁荣。 东汉早期汉墓在岭南的分布范

围已经很广泛，岭南地区 ２０ 多个市县均有发现。 东汉中晚期墓葬的数量发现最多，
发掘总数超过了 １０００ 座。①

岭南汉墓带有明显的中原文化特点。 西汉早中期，以仿铜陶礼器为代表的中原

器物在岭南地区广泛出现，青铜器和玉器等也多与中原文化有渊源关系。 岭南汉文

化的形成是在西汉中晚期，表现为广州、合浦等地汉墓与中原和岭北汉墓风格已经趋

同，但地方特点突出，可以视为汉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② 岭南地区在受到中原文化

持续影响的同时，也与周边地区交流不断，汉墓中也明显存在楚、闽越、滇等在内的文

化因素。

五、岭南地区纳入中华一体过程的阶段、特点和影响

　 　 岭南地区纳入中华一体的内在驱动力是农业文明本身的特质所决定的，根本因

素是农业社会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从新石器时代的“龙山化”到历史时期的汉化莫

不如此。 中国作为世界六大农业起源中心之一，以黄河、长江流域为核心，华夏文明

和族群形成了滚雪球式的发展，在可能的地理范围之内，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文

明综合体，也就是今天所称的中华民族共同体。③ 中华文明作为世界四大古老文明

之一，不断发展延续，提升了整个东亚区域的文明素质，对整个世界和全人类作出了

巨大贡献，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文明的力量。
岭南地处中国农业起源核心区的外围，加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有一个波澜壮阔的

历史过程，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秦汉时期。 这三个阶

段都可以从文化、人群和政治三个侧面去观察和理解。 认清这三个阶段，对于理解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祖国南疆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意义。
第一个阶段：新石器时代的农业转型。 主要体现在距今 ５０００ 年前后开始的龙山

化，典型表现是良渚文化的南迁，中国农业核心地带的文化和人群突破固有范围，向
岭南进发。

第二个阶段：青铜时代百越社会的形成。 岭南的新石器时代人群已经完成越化，
成为土著，西瓯和骆越堪为代表。 这个时期，中国核心地带随着青铜文明的兴起，文
化更化，形成了以“礼制”为代表的全新的中华文明。 随着西周的统一，礼制中国的

文化和人群向周边四夷之地扩散，岭南地区也是泽被之地。 百越文化中出现大量的

中原因素，就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但是，这个时期，岭南地区的社会转型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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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瑞：《秦汉帝国南缘的面相———以考古视角的审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第 ３７１ 页。
郑君雷：《俗化南夷———岭南秦汉时代汉文化形成的一个思考》，《华夏考古》２００８ 年第 ３ 期。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中央民族大学出

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１６、２１—２３ 页。



岭南地区融入中华一体进程的考古学观察

因主要还是来自文化传播，鲜见人群迁徙，越人南迁是一特例。
第三个阶段：秦汉时期中央王权政治的发展。 随着统一战争的推进，中原王朝逐

渐征服和统治了岭南，虽然南越国时期有所反复，但终于难以抵挡历史潮流，到汉武

帝元鼎六年（前 １１１）之后，岭南完全纳入中国版图，中央王权统治得以确立，百越在

保留自己特点的基础上全面与中央王朝趋于统一，完成了岭南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

的历史进程。
从新石器时代到秦汉时期，岭南地区在政治和文化逐渐完成了中华一体的过程，

和中原地区紧密联系在一起。 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

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和突出的和平性，在这个过程中都有鲜明的表

现。 通观这一历史进程，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阶段性与连续性。 从新石器时代到秦汉，岭南纳入中华一体的历史进程，

从考古学角度可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有不同的特点，但连续不断，岭南纳入中

华的趋势从未扭转。 中国核心区的农业文化、农业社会、农业族群，从点到线再到面，
逐渐进入岭南，成为主流文化。 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中“突出的统一性”和“突
出的连续性”，都有具备岭南特征的表现。 岭南地区史前时代的长期积淀、商周以来

的文化传统、战国秦汉时期的族群结构、西汉前期的政治组织形式等因素，都持续发

挥了作用。
第二，过程长期而激烈，融合来之不易。 岭南地区加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并非一帆

风顺，而是经历了一个长期曲折的斗争过程。 我们可以看到，新石器时代晓锦文化和

石峡文化石器武器的精良、青铜时代武器制造业的发达，以及秦汉平定岭南战争的激

烈，都反映出不同时期族群融合曾有过的激烈碰撞。 中华文化的形成，从共识的中

国，到理想的中国，再到现实的中国，不仅是文化上的相似和观念上的认同，最终必然

归结到政治上的服从和一致。 经过多次统一战争的洗礼，以地方政权形态或土著族

群形态表现出的文化体系受到强烈冲击甚至不复存在，岭南地区在文化性质上已经

转变为汉文化的地方类型。
第三，双向奔赴，美美与共。 岭南纳入中华一体的进程中，虽然避免不开暴力冲

突，但和平演进仍是主流。 我们看到，类似世界上某些地区种族灭绝式的征服，在岭

南地区从来没有发生过。 在新石器时代，农业族群和狩猎采集人群形成了相互依存

的局面。 在青铜时代，岭南发展出了自己的强大方国。 在秦汉时期，岭南土著演变成

为次生越人，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员。 岭南社会历史的多个阶段，都体现出中华

文明突出的包容性。 先进的生产力、制度和文化是共同体形成的保证，文化和族群的

认同，是共同体存在的基石。 华夏文明的先进性，对于岭南地区社会发展的推动作

用，一直都为土著族群所认可。 即使在割据时期，不论南越王墓和南越国宫署遗址出

土的器物，还是南越王墓的墓葬形制、南越国宫署的布局等，都表现出与中央王朝高

度的趋同性，可见南越政权对中原汉文化的高度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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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岭南纳入中华一体是一个文化和族群相交相融的文明创新过程。 一部中

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
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 文化交汇，族群交融，形成多姿多彩、多元结构的

中华文化。 岭南社会和人群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过程，也是双方文化交往、交流、
交融的过程。 交叠融合，合之又合。 各方联姻，形成新的族群，在体质人类学和基因

研究上都有丰富的证据。 北方移民与百越土著“古华南类型”居民在长时间的共存、
同化、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了今天的华南汉族和众多少数民族。① 至于文化上的融

合，在汉文化主导下形成汉越融合的新文化，在考古发现中更是常态，物质文化遗产

极其丰富，是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的具体体现。
岭南地区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第一，岭南从“化外之地”变成了“南疆”。 岭南处在中国农业起源核心区的外

围，也是华夏文化圈基础轮廓的外圈，经过从新石器时代到秦汉不断的改造和统一过

程，岭南终于从“化外之地”变成了南疆，成为中华版图的有机组成部分，呈现出“天
下为一，万里同风”的汉家气象。 从地理环境和生态资源考虑，这是中国农业文明扩

张的合理范围。 王明珂认为华夏边缘至迟在东汉就已经成型，东汉疆域与今天中国

大陆汉族主要分布区有着惊人重叠，“这显示在汉代，‘汉人’在亚洲大陆已扩张至其

生态地理上的边缘。 ……中国人一直有效地维持着这形成于汉代的族群地理边

缘”。② 现今中国的疆域基础、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统一性与多

样性兼具的文化结构乃至东亚汉文化圈的维系，即是边远地区融入秦汉统一多民族

国家的历史遗产。 岭南从一个非农业区到纳入帝国版图，并改造为繁荣的农业区，体
现出中华文明的强大生命力。

第二，岭南为中华文化贡献了巨大的海洋性成分。 中华文明传统上是建立在内

陆农业基础上的农耕文明，大陆性突出，和海洋的联系较弱，中国东南沿海特别是岭

南是中国文化中海洋性的主要来源。 岭南与海洋的联系由其地理位置决定的。 苏秉

琦指出，“岭南与一般的南方有所区别……它南连着南洋诸岛、印度支那地区，是陆

地一半海岛一半连成一片形成的一个大区，代表着大半个中国，是真正的南方。 ……
中国大陆与印度次大陆和环太平洋地区的文化关系都同岭南有关”。③ 岭南文化为

中华文明贡献了主要的海洋成分，是其巨大的历史贡献。 岭南地区战国、秦汉时期的

越人集团主要有南越、西瓯、骆越，具有海洋性和土著性特征，与大陆农业文化有重要

区别。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凌纯声在《中国古代海洋文化与亚洲地中海》④等文章中，将
中国文化分成西部华夏的“大陆文化”和东部沿海蛮夷的“海洋文化”两大类，前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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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泓：《中国南方地区的古代种族》，《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２００２ 第 ３ 期。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１ 年版，第 ３０９ 页。
苏秉琦：《序———岭南考古开题》，杨式挺：《岭南文物考古论集》，广东省地图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
凌纯声：《中国古代海洋文化与亚洲地中海》，《海外杂志》１９５４ 年第 １０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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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是“金玉、车马、衣冠”，后者的代表是“珠贝、舟楫、文身”。 南方珠江地带以农耕

与渔猎采集的交错、并重为经济特征，华夏人群（东亚蒙古人种）与百越（南亚蒙古人

种）在此地带接触、交融，中原农耕文化与南方海洋文化在此地带分野、交汇，海洋性

和大陆性形成了有机结合。 中华文化中的海洋性成分，主要来自南方海洋族群，这是

岭南百越民族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作出的巨大贡献。
第三，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是岭南地区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过程的一部

分，历史意义重大。 中国所在的世界地理区位，使其对外海上交通和跨文化交往主要

朝向东海与南海两个方向发展。 南海航线因近岸航行条件佳、经停港市多、跨海及跨

区域范围广等优势，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主干线。 海上丝绸之路对于中国的历

史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华南与东南亚的文化交流从古到今确实存在一个从产生到

成熟的阶段性、波浪式发展过程，这种阶段性与生产力的发展变革是密切相关的，恰
与考古学上的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相对应，分别代表了“海上丝绸之

路”的萌芽期、形成期和发展期，表现出经济方式转变带来的社会面貌和文化交往上

的变革。 南海丝绸之路从肇始到兴盛，正是岭南纳入中华一体过程的重要成果之一。

（责任编辑：李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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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ｍ， Ｉｍａｇｉｎｅｄ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Ｔｒａｖｅｌ，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ｎ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ｎｇｎ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

３７１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ＣＨＥＮ Ｈｏｎｇ⁃ｂｏ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６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ｎｇｎ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ｂ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ｒｅｅ ｓｔａｇｅｓ： ｔｈｅ Ｎｅｏｌｉｔｈｉｃ， ｔｈｅ Ｂｒｏｎｚｅ 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Ｑｉｎ⁃Ｈａ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Ｔｈｅｓｅ ｔｈｒｅｅ ｓｔａｇｅｓ
ｃａｎ ｂ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ｏ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ｓｅ， ｔｈｅ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 ｈｏｌｄ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Ｌｉｎｇｎａｎ’ ｓ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ｂｅｇａｎ ａｒｏｕｎｄ ｆｉｖｅ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ｙｅａｒｓ ａｇｏ， ｗｉｔｈ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ｒｏｎｚｅ Ａｇｅ， ａｎｄ ｗａｓ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Ｑｉｎ⁃Ｈａ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Ｔｈｉ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 Ｌｉｎｇｎａｎ ｉｓ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ｎｇｎ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ｔｏ ｔｈｅ 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ｈｉｓ ｉｓ ａ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ｅｄ，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ｄ ａｎｄ ｍｉｎｇｌｅｄ， ａｎｄ ｉｔ ｈａｓ ｇｒｅａ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Ｌｉｎｇｎ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 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Ｒｅｇｉｍ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ＺＨＡＯ Ｘｉａｎ⁃ｈａｉ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８４）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ａ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ｅｄ ｖａｓｔ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ｅｓ ｆｏｒ ａ ｌｏ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ｂｅ ｅｘａｍｉｎｅｄ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ａｒｅａｓ，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ａｇｒａｒｉａｎ⁃ｐａｓｔｏ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ｃａｖａｌｒｙ， ｗｅ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ｏｗｅｒｓ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ａ．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ｇｅｓ，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ａｒｅａｓ ｐｌａｙｅｄ ａ ｄｅｃｉｓｉｖｅ ｒｏｌ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ｒａ，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ａｒｅａｓ ａｌｓｏ ｐｌａｙｅｄ ａ ｄｅｃｉｓｉｖｅ ｒｏｌ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ｓ ａ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ｅｍｂｏｄｉ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Ａｒｅａ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ｅｃｉｓｉｖｅ ｒｏｌ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Ｇｕａｒ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Ｂａｒｂａｒｉａｎｓ” ａｎｄ “Ｎｏｔ Ｌａｂｏｒ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Ｂａｒｂａｒｉａｎ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ａ’ｓ Ｂｏｒｄｅ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ＣＨＥＮＧ Ｙｉ⁃ｎｏｎｇ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０１）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 Ｔｉａｎｘｉａ Ｏｒｄｅｒ，” “ Ｃｈｉｎａ” ｗ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ｏｆ ｔｈｅ “ Ｔｉａｎｘｉａ” ａｎｄ ｈｅｌｄ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ｉｔｙ，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Ｂａｒｂａｒｉａｎｓ” ｗｅ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ｏｒｄｅｒ” ｓｅｒｖｅｄ ａｓ ａ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ｔｏ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ｔｗｏ．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ｇｏａｌ ｗａｓ ｔｏ ｋｅｅｐ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Ｂａｒｂａｒｉａｎｓ”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ｂｏｒｄｅｒ，”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ｈｏｐｅｄ ｔｏ “ ｇｕａｒｄ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Ｂａｒｂａｒｉａｎｓ” ｏｎ ｏｎｅ ｈａｎｄ， ｗｈｉｌｅ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ｔｈｅｙ ａｌｓｏ
ｗｉｓｈｅｄ ｔｏ ａｖｏｉｄ “ｌａｂｏｒ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ｆｏｒ ｔｈｅ Ｂａｒｂａｒｉａｎ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ｉｓ， ｅｖｅｒｙ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ｐａｉｄ ｇｒｅａｔ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ｏｒｄｅｒ，” ｂｕｔ ｔｈｅｙ ｔｙｐｉｃａｌｌｙ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ａｒｅａｓ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Ｎｉｎ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ｉｔｓｅｌｆ， ａｎｄ ｒａｒｅｌ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ｏｒ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ｉｎ ｔｈｏｓｅ ａｒｅａｓ． Ｂｙ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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